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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刍议

马 士 远

摘　要：广义鲁学的界定，借鉴狭义鲁学所持的基本标准，即鲁学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，是鲁地的学

问。而所谓的鲁地，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，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说的鲁地的分野。广义的鲁学文

献，覆盖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而不再局限于经部。广义的鲁学研究，应该将其源头追溯到前儒学时期，那个

阶段的鲁学，兼有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，不能简单地用“纯洁性”等词语进行概括。汉宣帝振兴鲁学，动

因是多方面的，并且经过了三个阶段，时间比较漫长。把殿中大议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相混淆，是对文献

未能系统全面把握所致。《孟氏易》属于鲁学系列，不能因为它以阴阳突变解《易》而归入齐学系列。《鲁

诗》、孔氏《尚书》，均有以变异解经、以天象附会人事的做法，鲁学并非不言灾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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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学之名，作为传统经学的分支，汉代就已有之，这是历史上狭义的鲁学。在地域学术研究日益
深入的今天，狭义的鲁学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学术研究的需要，因此，必须超越经学的藩篱，对鲁学加
以扩容，进行重新界定，建立广义的鲁学体系。以往的鲁学研究，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思索，
辨析其中的得失。有的涉及学术理念，还有的与治学路数密切相关。

一、鲁学名称的由来及其合理界定

鲁学之名最初见于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，具体记载如下：

　　宣帝继位，闻卫太子好《穀梁春秋》，以问丞相韦贤、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，皆
鲁人也，言穀梁子本鲁学，公羊氏乃齐学也，宜兴《穀梁》。①

把《穀梁传》说成是鲁学，把《公羊传》说成是齐学，其根据是这两个学派的创始人分别出自鲁地和齐
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公羊传》十一卷，《穀梁传》十一卷。班固自注：“公羊子，齐人。穀梁子，鲁
人。”②公羊子，名高。穀梁子，名喜。西汉宣帝时期鲁学与齐学的划分，是以学派创始人所在地域为依
据。《公羊春秋》的创始者公羊高是齐人，故称齐学。《穀梁春秋》的创始者穀梁喜是鲁人，故称鲁学。这
种按照学派创始人所在地域所作的划分，在古代一直沿用，但到近代有的学者开始提出置疑：

　　齐学、鲁学的划分，我上面所说和近代讲义的先生们大不同。他们的划分虽然各人不同，但
大多数是汉初经师是某地域的人来划分的，但完全这样分却未必得当。……我认为汉人所说的
齐学、鲁学，同近人说什么英国化、美国化一般，是根据他的主义来分辨。他的主义是从鲁国来
的，便叫他做鲁学；他的主义是从齐国来的，便叫他做齐学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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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对学术流派的划分提出两条标准，一是根据所持的思想理念，二是依托学派创始人所出的地域。
可是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这种划分方式往往遇到障碍，无法行得通。原因在于，秉持相同思想理念
的学派创始人未必出自同一地域，而出自同一地域的学派创始人所持的思想理念又不一定相同。即
以《孟氏易》为例，它的创始人孟喜是鲁人，他不守师法另创新说，别立门派。由于把齐、鲁之学作了
如下界定：“鲁学是谨守师传的，齐学是杂取异义的”①，因此，《孟氏易》被归入齐学系统。显然，所得
出的结论与所制定的划分标准无法兼容，相互矛盾。由此看来，还要回到以地域作为界定鲁学这种
传统做法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人所作的界定是否严密？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？

西汉宣帝时期对鲁学所作的界定，局限在经学范围之内。当代权威辞书对鲁学所下的定义，基
本是沿袭了传统的说法：

　　鲁学：秦汉之际经学流派之一。学风较为保守。经师中如传《诗》的申公（名培），传《礼》的
高堂生，都是鲁人，故名。主要经籍有《鲁诗》《鲁论》等。②

这是颇为权威的解释，得到普遍的认可。然而，如果按照现代思维进行循名责实，就会发现传统界定
所存在的局限性。既然名称是鲁学，顾名思义，应该是鲁地的学问。那么，在经学系统之外，先秦两
汉时期的鲁地是否还有其他学问呢？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，在经学系统之外，那个时期的鲁地还有
其他的学问存在。有鉴于此，学界已经出现对鲁学的重新界定。有的把鲁学说成是孔子创立的区域
儒学③，有的认为从字面意义立论，鲁学“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”。“鲁学的核心虽然是儒学，但是又不
能简单地划等号。”鲁学还包括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④。上述界定表明，学界已经开始超越传
统经学对鲁学的狭义理解，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阐释，可称为广义的鲁学。这是学术演进的大势
所趋，也是深化鲁学研究的必由之路。对于广义的鲁学，它的内涵可作如下界定：

第一，鲁学是由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。

这是借鉴西汉经学家对鲁学所作的狭义界定，把它作为鲁学内涵的构成要素之一。鲁学门派的
开创者必须是鲁人，而不能是其他地域的成员，这是必须遵循的划分原则。《鲁诗》的创始人申培，
《礼》学的创始人高堂生、徐生，《穀梁春秋》的创始人穀梁喜，他们都是鲁人，由他们开宗立派的学问，

确定无疑属于鲁学。至于鲁学的传承者，有的是鲁人，有的是其他地域的人，都可以纳入鲁学成员的
群体，把他们划入鲁学群体不受地域限制。即以《鲁诗》为例，从申培开宗立派算起，在西汉有五代传
人⑤，这些《鲁诗》传人不论出自何地，都属于鲁学群体的成员。

第二，鲁学是鲁地的学问。
所谓的鲁地，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，而不是局限在曲阜周边。这与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的《儒

林传》所说的鲁地稍有不同，空间覆盖面更加广大。这个地域除了鲁国的本土，还包括它的许多附属
国，如：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、曹、薛、邾、小邾、鄫、郯等等。这个地区以曲阜为中心，东到黄海之滨，南到
徐州，西至濮水，北至泰山。包括西汉时期的鲁国、东平国、定陶国、山阳郡、东海郡的全部或部分领
地。涉及今山东的济宁、菏泽、枣庄、临沂地区。这里在先秦两汉属于鲁文化区，也是儒学和鲁学的
发祥地。先秦两汉的鲁学传人，无一例外出自这个地域。
对鲁学所属区域作上述界定，涉及到其与楚地的关系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称：“彭城以东，东海、

吴、广陵，此东楚也。”张守节《正义》：“彭城，徐州治县也。”⑥徐州，汉代称为彭城，这个地区与鲁学的

６１１ 文史哲·２０１９年第３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蒙文通：《经学抉原》，第２５页。

张岱年主编：《中国哲学大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４６３页；《辞海》（缩印本），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２００２
年，第１０７９页。

刘增德：《“鲁学”初论》，《齐鲁学刊》１９９１年第２期。

跃进：《“鲁学”解》，《齐鲁学刊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。

左洪涛：《〈诗经〉之〈鲁诗〉传授考》，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３年第２期。

司马迁撰，裴骃集解，司马贞索隐，张守节正义：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２年，第３２６７页。



因缘，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：

　　问题是“鲁诗”的传授，在汉初并不在曲阜，而是在楚王刘交所封之地，即今天的徐州。《汉
书·高祖本纪》载六年，“以砀郡、薛郡、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。”文颖注：“薛郡，今
鲁国是也。”《地理志》鲁国下云：“故秦薛郡。”则楚王刘交所辖范围本来包括鲁地，唯治所在
徐州。①

这是从西汉初期的行政区划切入，指出鲁学与徐州地区的关联，《鲁诗》的创立确实是在那里，具体记
载见于《汉书》的《楚元王传》《儒林传》。如果往前追溯会发现，两汉属于东楚之地的徐州，春秋时期
在鲁国的势力范围之内。《诗经·鲁颂· 宫》写到：“保有凫绎，遂荒徐宅，至于海邦。淮夷蛮貊，及
彼南夷，莫不率从。”或称：“徐，徐戎，在今江苏徐州地方。”②《 宫》提到的淮夷，春秋时期活动地区在
淮河的下游。徐，其地在今江苏洪泽湖北、泗洪南。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向南到达淮河流域，远
在徐州东南。因此，那个时期的徐州可以划入鲁学所属地域。《鲁诗》初创于徐州，它的奠基者申培
是鲁人，是鲁人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旧地创立《鲁诗》学派。
鲁学的覆盖地域包括西汉的东海郡，这又涉及到荀子与鲁学的地域关联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

传》记载：“齐人或谗荀卿，荀卿乃适楚，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废，因家兰陵。”③荀子
晚年是在兰陵度过的，当时兰陵属于楚地。荀子是自齐入楚，因此，学界经常提到他与齐文化、楚文
化的关联。而荀子与鲁文化的地域因缘，则往往被忽视，很少有人提及。

西汉时期，兰陵属于东海郡，治所在郯县，即春秋时期郯国故地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记载：
“秋，郯子来朝。”④郯是鲁的附属国，兰陵在春秋时期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。荀子晚年所居住的兰陵，
属于广义的鲁国旧地。荀子在儒学传承谱系中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，清人汪中《荀卿子通论》称：
“荀卿之学，出于孔氏，而尤有功于诸经。”⑤许多儒学经典的传承都要追溯到荀子，其中包括属于鲁学
系统的《鲁诗》、《礼》学、《穀梁春秋》。广义的鲁学，可以从兰陵所属地域切入把荀子纳入其中，从他
的著作中提炼出属于鲁学的因素。研究荀子与鲁学的关联，学界已经有所关注⑥，如果能从广义鲁学
的角度加以审视，这方面的探索会更加深入。

第三，鲁学包括先秦两汉时期鲁人的辞令文章。
狭义的鲁学是儒学、经学的分支，所涉文献局限在儒学、经学范围之内。广义的鲁学则在所涉文

献方面大为扩展，凡是先秦两汉时期鲁人的辞令文章，均纳入观照视野，文献来源贯通经、史、子、集
四部。如果从时间段上进行划分，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它的演进轨迹。春秋时期的鲁学文献，主要是
各类辞令，收录在《左传》《国语》这两部书中，其中许多辞令具有很高的文章学价值。清代康熙年间
吴楚材、吴调侯两人编选的《古文观止》⑦，是一部影响颇大的古文读本，其中对春秋时期鲁人的辞令
就收录多篇。其中出自《左传》的四篇，有臣下劝阻君主的谏辞，有论述战争的说辞，还有外交辞令。
出自《国语》的三篇，包括一篇谏辞，一篇教育儿子的训辞，还有一篇是论述祭祀之礼、对执政大臣加
以批判的说辞。这些辞令有的可以纳入经学系统，有的则是游离于经学之外。

进入战国之后，鲁学文献一方面收录一些辞令，同时陆续出现一系列著作，以子学类居多。《论
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《子思》《曾子》等，都在战国时期结集成书，而以儒家类居多。

进入汉代以后，鲁学文献除了鲁人的辞令、著作之外，还出现一大批颇有艺术价值的文章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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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诗歌、赋。鲁学向文学方面演变的倾向非常明显，“特别是东汉后期孔融的出现，更标志着‘鲁
学’转变的完成”①。

综上所述，对鲁学作广义的界定，有利于超越经学藩篱，克服它的局限性。从而使得鲁学的覆盖
面更加广阔，更具有包容性，也更有利于揭示其属性和特征。

二、前儒学时期鲁学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

狭义的鲁学研究，局限在儒学、经学系统之内。常见的儒林谱、经学传承图表，所作的追本溯源
到孔子为止，不再往前延伸。而作为广义的鲁学研究，则必须追溯到前儒学时期，即鲁学的生成阶
段。对此，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，把鲁学的创始人追溯到周公：

　　由周公所开启的鲁学比较全面地移植了周朝的礼乐文化，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，

特别重视道德名节和传统文献阐发的宗法伦理观念。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，孕育了
儒家学派和它的伟大创始人孔子。②

对鲁学源头的追溯到周公，确实是鲁学研究的必由之路，否则，鲁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源
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清人皮锡瑞称：“六经皆孔子手订，无有言周公者。”③皮氏所持的是今文经学的观
念，他的说法不足取。即使六经真的都是孔子手订，如果进一步追问，六经的蓝本又是从何而来呢？

显然，这就必然追溯到制礼作乐的周公。

鲁国是周公的封地，那里所保存的礼乐文献颇为完整，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记载，晋国的韩宣子到
鲁国出使，“观书于大史氏，见《易》《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‘周礼尽在鲁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
以王也。’”杨伯峻先生注：“此《象》当是鲁国历代之政令。”④韩宣子从鲁国收藏的文献中感悟到周公
之德，这些文献包括《鲁春秋》及鲁国历代政令，系鲁国本土文献。由此可见，鲁学确实源于周公。

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，儒学确立后的许多属于鲁学的经学流派，都可以从春秋前期、中
期的鲁国文献中找到源头。汉代《礼》学开宗立派的高堂生、徐生都是鲁人，《礼》学属于鲁学系列，传
世的经典主要是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大戴礼记》。《礼记》有《祭法》篇，郑玄称：“名曰《祭法》者，以其记有
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数。”⑤《祀法》所记载的主要祭祀对象，均取自《国语·鲁语上》收录
的展禽大段话语，只是把它分置两处，个别词语稍有改动。展禽是僖公时期（前６５９ 前６２７）的鲁国
大夫，这个时期下距孔子活动的阶段长达七八十年。这个事实表明，早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，鲁
国在祭祀方面已有完备的文献可供依托，后来被纳入儒家经典，在汉代则被鲁学的《礼》派经师所
继承。
再看《鲁诗》与前儒学时期鲁学的关联。《左传·襄公十九年》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季武子如晋拜师，晋侯享之。范宣子为政，赋《黍苗》。季武子兴，再拜稽首曰：“小国之仰大
国也，如百谷之仰膏雨焉。若常膏之，其天下辑睦，岂唯敝邑？”

对于末句，杨伯峻先生译为：“岂仅我国爱此恩泽。”⑥《黍苗》是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，首二句是“芃芃黍
苗，阴雨膏之。”范宣子吟诵这首诗，鲁国的季武子认为此诗表达的是施予恩泽之义。对于这首诗，汉
代的齐、鲁、韩三家诗说称：“召伯述职，劳来诸侯也。”《毛序》：“刺幽王也，不能膏润天下，卿士不能行
召伯之职焉。”⑦《毛诗》把《黍苗》说成是刺诗，而包括《鲁诗》在内的三家诗则认定《黍苗》是颂诗，表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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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慰劳诸侯之义。季武子作为当时鲁国的执政大夫，也是从施予恩泽的角度解读这首诗。《鲁诗》
把《黍苗》认定为慰劳诸侯之诗，与季武子所作的解读一脉相承。襄公十九年是公元前５５４年，当时
孔子尚未出生，而汉代《鲁诗》学派的理念，已经存在于季武子的头脑中。沿着类似线索继续进行梳
理，会发现早期儒学、汉代鲁学与前儒学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固然重要，而对这个时期的鲁学进行研究，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

它的属性，而尽量避免简单化的处理。
前儒学时期的鲁学，继承周公制礼作乐的成果，以尊礼守礼著称。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记载，齐桓

公问仲孙湫，是否可以轻易地征服鲁国，仲孙湫回答：“不可，犹秉周礼。周礼，所以本也。……鲁不
弃周礼，未可动也。”①从仲孙湫的回答可以看出，当时的鲁国依礼行事，把周礼作为立国之本。后代
的历史著作，也把秉持周礼作为鲁文化的基本特征。司马迁称：“而邹鲁滨洙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
儒，备于礼，故其民龊龊。”②龊龊，拘谨而注意小节的样子。在司马迁笔下，鲁国是礼仪之邦。班固亦
称鲁地“其民好学，上礼仪，重廉耻”③。这些记载是可信的，符合鲁地的实际情况。基于历史上的这
些记载，当代的鲁学研究，往往强调它的纯洁性。或称“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”④，或称春秋
后期“儒学在鲁国占据统治地位，使鲁学更加纯粹”⑤。照此说法，鲁学的纯洁性体现在对宗周文化的
维护，得益于儒家学派的创立。
前儒学时期的鲁学，确实以持守周礼著称，同时也存在着变通性，是持守与变通兼备的双重属

性。它的变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礼制的调整，二是用人制度的新变。
《礼记·檀弓上》有如下记载：“邾娄复之一矢，盖自战于升陉始也。鲁妇人之髽而吊也，自败于

台鲐始也。”⑥鲁僖公二十二年，鲁国与邾国在升陉交战，鲁军败绩。因为死亡的人数很多，没有足够
的衣服用于为死者招魂，就改用箭招魂。复，指为死者招魂，通常用死者的衣服作为招魂的物品。鲁
襄公四年，鲁军在狐骀战败，将死亡者运回，“国人送丧者皆髽”。杨伯峻先生写到：

　　髽，据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孔疏，本是妇人之丧服。……此处之髽，大概以麻结发之髽。不仅
妇人用之，所有迎丧者皆用之，因其易于取材，亦容易办，可见，迎丧者多，亦见鲁军死亡者多。⑦

以上两次丧礼的改变都是由于战争的缘故，带有临时变通的性质。这两次变通都发生在孔子出生之
前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载：“帷殡，非古也，自敬姜之哭穆伯也。”⑧帷殡，指用帷幕遮挡待葬的棺材。
古礼是直接面对棺材哭丧，从鲁国敬姜开始设置帷幕遮挡，此后成为定制。敬姜与孔子是同时代人，
这次丧制的改变，出现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期间。《论语·子罕》篇记载：“子曰：‘麻冕，礼也；今也
纯，俭，吾从众。’”⑨礼帽用麻织成，这是合乎礼的。后来改用丝料，孔子认为用丝料节俭，自己也赞成
这种改变。仅以上述材料就可以看出，前儒学时期的鲁国，对礼制多有变通，而不是凝滞固化。当
然，这种变通是在礼的体制之内实现的，与那些违礼僭越的举措属于不同性质。
前儒学时期鲁国在用人制度方面的变通性，主要体现在曹刿的步入政坛。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记

载：“十年春，齐师伐我。公将战，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‘肉食者谋，又何间焉？’刿曰：‘肉食者鄙，未
能远谋。’乃入见。”杨伯峻先生注：“肉食者盖当时习语，大夫以上之人，每日必食肉也。”瑏瑠曹刿来自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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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乡间，不是肉食者，属于下层士人。鲁庄公接纳了曹刿，并与他同乘一辆兵车参战，采纳曹刿的建
议，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。《左传·庄公二十三年》记载，庄公前往齐国观看对土地神的祭祀，曹刿进
谏，加以劝阻。这说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曹刿一直在朝廷任职。西周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，
曹刿的入仕属于例外，由此可以看出，当时鲁国用人制度所具有的变通性。章太炎先生在《訄书·官
统》中对楚国的官制有如下论述：“南国之法章，君臣犹以官位辨高下，故参用亲羁而无世卿。”①这是
把楚国官制与北方各国加以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，对楚国的这种做法予以肯定。曹刿步入鲁国政
坛，使那里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始出现裂纹，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，是对历史传统的疏离。
曹刿从下层士人直接步入鲁国政坛，在当时颇为罕见。后来的文献中，他被刻画成一位带有传

奇色彩的人物。《左传·庄公十三年》记载，鲁国与齐国在柯地会盟讲和。后来的多种文献记载，曹
刿在这次会盟中手持匕首劫持齐桓公，逼迫他还回侵占的鲁国土地。《史记》还把曹刿收录在《刺客
列传》。对此，杨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辨析：

　　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一○曰：“是时东迁未百年，人材虽陋，未至便为刺客。”卢文弨《钟山
杂记》谓曹刿劫桓公事出于战国之人所撰造，但以耳目所见，施之上世，而不知其不合。诚哉是
言也。②

所作的辨析是有道理的。曹刿的形象之所以在战国时期被重新塑造，是因为他以平民身份步入鲁国
政坛的经历是战国士人的普遍心理期待，并且付诸实际行动。曹刿是布衣入仕的先行者，得益于当
时鲁国用人制度的变通性。曹刿步入鲁国政坛是在庄公十年（前６８４），下距孔子长达一百三十多年，
是前儒学时期鲁国政坛一个重要的变通性举措。
前儒学时期鲁国的礼制官职，兼有继承传统和因时变通两种属性。对于这个时期的鲁学，也应

从这两个角度加以全面准确的把握，而不能用“纯洁性”等词语作笼统的概括。即以曹刿为例，他的
辞令就体现出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。曹刿论战体现的变通性，不是按照常规做法交战，而是采用
人疲我打的战术。庄公前往齐国观社，他的谏辞则是秉持守礼而法先王的理念：“夫礼，所以正民
也。”“今齐社而往观旅，非先王之训也。”③把这类辞令与周礼的相关规定相对照，可以说是一脉相承。
曹刿的辞令是前儒学时期重要的鲁学文献，它所体现的持守与变通兼备的双重属性，在同一时段的
其他鲁学文献中不时可以见到，应该予以关注。
前儒学时期的鲁学兼有持守与变通双重属性，它是汉代经学系统鲁学的最初源头。依理推断，

作为汉代经学分支的狭义鲁学，似乎也应该具有这类属性。可是，学界给出的结论往往与上述推测
相反。或称：“鲁学是谨守旧义的，齐学是博采众说的，一个纯笃，一个浮夸，这便是他们最大区辩
了。”④这是比较常见的说法，得到普遍的认可，近些年学界基本是以此种结论为依托，对鲁学加以阐
释。或称：“鲁学学风严谨，以严守师说，少言阴阳灾异，治学方法以训诂为主要内容。”⑤此种说法经
常可见，似乎已成定论，基本还是从所谓的纯粹性方面进行立论。上述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，落到实
处却往往经不起推敲。即以所谓的严守师法说为例，早就有学者对此加以置疑。清人皮锡瑞有如下
论述：

　　汉人最重师法，师之所传，弟之所受，一字毋敢出入，背师说既不用。师法之严如此。而考
其分立博士，则有不可解者。……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，从之所学，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；大
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。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，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。不守师传，法当严

０２１ 文史哲·２０１９年第３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章太炎：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三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４年，第２５５页。

杨伯峻注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１９４页。

韦昭注：《国语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１５３页。

蒙文通：《经学抉原》，第２３页。

岳广腾：《鲁学的学风与政治影响》，《聊城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６年第４期。



谨，而仅为之分立博士，非所谓“大道以多岐亡羊”者乎？①

皮氏属于经学的今文学派，富有怀疑精神，他的上述置疑是有根据、有道理的。从制度层面讲，如果
经师严守师法，同一部经立一个博士官即可。而实际情况是往往同一经而分立几位博士官，这本身
就是博士官存在不守师法者的明证。他所提到的大、小夏侯，指夏侯胜、夏侯建，他们是《尚书》的传
承者，都是鲁人，是汉代鲁学成员。夏侯胜是夏侯建的叔父，二人是叔侄，又是师生关系，但是夏侯建
并没有严守师法，而是与他叔父分道扬镳，因此《尚书》有大、小夏侯之学。至于夏侯胜“求异于欧
阳”，指的是他与欧阳高治《尚书》的差异。“欧阳，大、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。”②宽，指倪宽。夏侯胜与
欧阳高作为《尚书》传人，都出自倪宽门下，但却同门相左，如果都是严守师法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对于汉代经学所谓的师法，徐复观先生写道：

　　师法观念在博士的统绪中流布出来之后，当然也影响到在此统绪以外的儒生，有时也加以
应用。但终汉之世，这是非常有弹性的观念，即是，除了思想型的儒者不讲这一套之外，在博士
统绪中，他们有时重视，有时并不重视，有时讲，有时并不讲。其特别加以重视的，多半是把它当
作排挤、统制的武器加以应用，这在东汉更为明显。……清乾嘉学派对师法意义的夸张，又是在
学术进途中自设陷阱，没有历史上的根据。③

徐复观所作的分析颇为透彻。当下的鲁学研究，如何继承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，同时又不轻信那些
似乎颇为权威的定论，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。总之，无论是考察前儒学时期的鲁学，还是研究
由它所派生出的汉代经学分支的鲁学，都必须以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，运用辩证思维，揭示探索对象
的多重属性，而不能先入为主，用所谓的纯洁、纯粹等带有理想色彩的词语，对复杂的鲁学现象作抽
象的概括。

三、西汉鲁学振兴的原因及始末

西汉时期，作为经学分支的鲁学和齐学，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过程。武帝时期，齐学骤然兴
盛，尤其是《公羊》学派大行其道。到了宣帝时期，鲁学则勃然振兴，成为经学的主流。对于宣帝朝的
鲁学振兴，学界已经有所关注，但是所作的描述或是失于简略，或是对历史事实所作的判断有误，因
此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梳理和辨析。
关于宣帝振兴鲁学的过程，蒙文通先生所作叙述如下：

　　到汉宣帝知道戾太子好《穀梁》，他便问史高、夏侯胜、韦贤这几位大臣，他们都答应说《穀
梁》是鲁学，《公羊》是齐学，应该兴立《穀梁》。宣帝便召集五经诸儒来评论五经的同异，结果大
家都说《穀梁》好，都跟着《穀梁》说，宣帝便把《穀梁》立在学官。可见宣帝的本意就在立《穀梁》
尊鲁学。④

蒙氏基本是依据《汉书·儒林传》的记载加以描述，其中提到的召集五经诸儒评论五经同异，指石渠
阁会议。这次会议是在宣帝甘露三年（前５１），上距宣帝即位的昭帝元平元年（前７４），已经二十余
年。那么，促成鲁学振兴的因素是什么？具体过程如何？还需要进行细致的探讨。概括而言，促成
宣帝朝鲁学振兴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。
第一，《穀梁》在与《公羊》较量中取得的优势。
《穀梁》与《公羊》的较量，在武帝时期曾经进行过，结果是《公羊》派取胜，由是《公羊》大兴。到了

昭帝时期，形势开始发生变化，当时出现两位著名的《穀梁》学派经师，即鲁人荣广和皓星公。“广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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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传其《诗》《春秋》，高材捷敏，与《公羊》大师眭孟等论，数困之，故好学者颇复受《穀梁》。”①眭孟，名
弘，是昭帝朝的《公羊》学大师，《汉书》卷七五有传。荣广作为《穀梁》派的经师，在与《公羊》派的辩论
中多次处于优势，从而《穀梁》学一蹶不振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，许多学者投到这个学派的门下，是
《穀梁》学振兴的先声。

第二，宣帝决定振兴鲁学之初，在他身边已有一批著名的鲁学经师。
《汉书·儒林传》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宣帝即位，闻卫太子好《穀梁春秋》，以问丞相韦贤、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，皆
鲁人也，言《穀梁子》本鲁学，《公羊氏》乃齐学也，宜兴《穀梁》。时千秋为郎，召见，与《公羊》家并
说，上善《穀梁》说，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。②

韦贤是鲁地邹人，他的五世祖韦孟与《鲁诗》创始人申培一道服侍楚元王刘交，与鲁学流派有很深的
因缘，韦贤本人师事申培的弟子瑕丘江公。“贤为人质朴少欲，笃志于学，兼通《礼》《尚书》，以《诗》教
授，号称邹鲁大儒。”③无论是家学渊源，还是所处的邹鲁之地，所造就的自然是鲁学经师。夏侯胜，
《汉书》卷七五有传。他是鲁地东平人，开创《尚书》大夏侯门派，当然属于儒学经师。至于文中提到
的千秋，指蔡千秋，他是昭帝时期的《穀梁》大师荣广、皓星公的弟子，在当时对《穀梁》为学最笃，宣帝
时为郎。从上述材料可知，宣帝即位之初，朝廷已有一批鲁学经师，成为宣帝复兴鲁学的依托。
第三，心灵创伤和恋祖情结是宣帝振兴鲁学的主观动因。

宣帝是武帝的曾孙，戾太子之孙。由于江充制造的巫蛊冤案，戾太子、宣帝之父刘进均遇害。宣
帝当时在襁褓之中，也被投入监狱。幸亏得到丙吉等人的精心呵护，才幸免于难。他的这种人生经
历，必然造成心灵的创伤，同时也产生了心理倾斜，拒斥疏离武帝而同情怜悯他的祖父戾太子。至于
对《穀梁春秋》情有独钟，很大程度上是戾太子的缘故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，汉武帝令戾太子习《公
羊春秋》，“太子既通，复私问《穀梁》而善之”④。戾太子私自习《穀梁春秋》违背汉武帝的旨意。可以
设想，如果不出现后来的变故，戾太子即位，很可能就会把《穀梁春秋》加以复兴。《后汉书·陈元传》

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往者，孝武帝好《公羊》，卫太子好《穀梁》，有诏太子受《公羊》，不得受《穀梁》。孝宣皇帝在
人间时，闻卫太子好《穀梁》，于是独学之。及即位，为石渠论而《穀梁氏》兴，至今与《公羊》

并存。⑤

宣帝流落在民间时就学习《穀梁》，为的是继承祖父的遗志，是一种恋祖情结。因此，他在继位后，就
开始启动振兴《穀梁》的事业。戾太子是武帝卫皇后所生，故又称卫太子。钱穆先生称，宣帝朝的鲁
学振兴，“其初由于宣帝好奇。”⑥把宣帝振兴鲁学最初的心理动因归结为“好奇”，似乎过于简单，忽略
了他的心理创伤和恋祖情结。
宣帝对鲁学的振兴，大体经历三个阶段，前后逾时十多年。

第一阶段，是进行鲁学经师的培养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对此记载颇详：

　　时千秋为郎，召见，与《公羊》家并说，上善《穀梁》说，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，后有过，左迁
平陵令。复求能为《穀梁》者，莫及千秋。上愍其学且绝，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，选郎十人受。
……会千秋死，征江公孙为博士。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，受《穀梁》，欲令助之。江博士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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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，征周庆、丁姓待诏保宫，使卒受十人。自元康中始讲，至甘露元年，积十余岁，皆明习。①

宣帝为培养《穀梁春秋》的学者，可谓呕心沥血。为了使招收的十名生员学业有成，先后有三代《穀梁
春秋》的经师执教。第一代经师是蔡千秋，第二代是瑕丘江公之孙，第三代是周庆、丁姓。其中蔡千
秋、周庆、丁姓，都出自《穀梁》大师荣广门下。为了强化培养力度，又把著名的《鲁诗》传人刘向也纳
入其中。“宣帝时，诏向受《穀梁春秋》，十余年，大明习。”②这批《穀梁》人材的培养历时十余年，可以
说是十年生聚，十年树人。
第二阶段，大议殿中，振兴鲁学，初战告捷。
《汉书·儒林传》对宣帝甘露元年（前５３）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，平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同异，各以经处是非。时《公
羊》博士严彭祖，侍郎申輓、伊推、宋显，《穀梁》议郎尹更始、待诏刘向、周庆、丁姓并论。《公羊》
家多不见从，愿请内侍郎许广，使者亦并内《穀梁》家中郎王亥，各五人，议三十余事。望之等十
一人各以经谊对，多从《穀梁》。由是《穀梁》之学大盛。③

这场辩论分两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双方各四人，《穀梁》一方出场的尹更始是蔡千秋早年弟子，培
养《穀梁》人材之初就已经能够讲经。刘向是鲁学名家，周庆、丁姓则是培养《穀梁》人材的第三代经
师。《穀梁》一方阵容强大，第一阶段辩论《公羊》一方处于劣势，要求再增加一名成员。第二阶段辩
论仍然是《穀梁》一方占上风，这场辩论以《穀梁》取胜而告终。宣帝论功行赏，后来，周庆、丁姓被任
命为博士。这意味着宣帝振兴鲁学的初战告捷。
第三阶段，石渠阁论经，振兴鲁学，大功告成。
《汉书·宣帝纪》甘露三年（前５１）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诏诸儒讲五经同异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，上亲称制临决焉。乃立《梁丘易》，大、小
夏侯《尚书》，《穀梁春秋》博士。④

石渠阁论经是宣帝振兴鲁学大功告成的标志，所增立的博士包括大、小夏侯《尚书》《穀梁春秋》，都是
鲁学的经学流派。
石渠阁论经是经学史上一件盛事，也是鲁学在西汉经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界碑。古今学者对石

渠阁论经予以高度重视，多有论述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有的论著把石渠阁论经与先前的殿中《穀梁》与
《公羊》两派的辩论混为一谈：

　　到汉宣帝知道戾太子好《穀梁》，他便问史高、夏侯胜、韦贤这几位大臣，他们都答应说《穀
梁》是鲁学，《公羊》是齐学，应该兴立《穀梁》。宣帝便召集五经诸儒来评论五经同异，结果大家
都说《穀梁》好，都跟着《穀梁》说，宣帝便把《穀梁》立在学官。⑤

这里所描述的评论五经的场景，是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的甘露元年殿中《穀梁》《公羊》两派的辩论，
而不是甘露三年的石渠阁论经。还有的著作对石渠阁论经作如下描述：

　　《儒林传》中相当详细地叙述了穀梁立官的经过。皇帝要为穀梁立官，并事先得到宰相们的
同意，尚且费了这样大的准备工作（“积十余岁，皆明习”），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殿中学术讨论
会———石渠会。⑥

这也是把殿中的《穀梁》《公羊》两派的辩论，误认为是石渠阁论经。
造成把两次经学会议相混淆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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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误解《汉书》关于为《穀梁春秋》立博士的记载。《儒林传》载，甘露元年“乃召五经名儒太子
太傅等大议殿中，平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同异，各以经处是”。这次会议之后，“《穀梁》之学大盛，庆、姓皆为
博士”。如果不仔细阅读这段记载，就会认定《穀梁春秋》立博士学官是在这次大议殿中之后立即采
取的举措。《宣帝纪》记载，甘露三年“诏诸儒讲五经同异”，随后立《穀梁春秋》博士。由于这两次经
学会议的相关记载都在结尾提到立《穀梁春秋》博士一事，因此，后人就把二者相混，把殿中大议《穀
梁》《公羊》误认为就是所说的石渠阁论经。不过，如果仔细推敲《汉书·儒林传》的记载，就不会出现
上述误解。文中称“由是《穀梁》大盛，庆、姓皆为博士”。《穀梁春秋》立博士官是在这个学派大盛之
后，而不是殿中大议完毕立即被立为博士官，立博士官是在甘露三年石渠阁论经后。
第二，误把朝廷宫殿认定为石渠阁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的《穀梁》《公羊》两派的辩论，由萧望

之等人现场“大议殿中”。所谓“殿”，指朝廷的宫殿。甘露三年的论五经同异在石渠阁。《汉书·儒
林传》对施雠有如下记载：“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。”颜师古注：“《三辅故事》云：石渠
阁在未央殿北，以藏秘书也。”①石渠阁是皇家收藏秘书的场所，相当于后来的图书馆，这与宫殿是不
同的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只是提到“诏诸儒讲五经同异”，而没有出示地点，这就使人容易产生误解，把
大议殿中与石渠阁论经相混淆。如果能够参照颜师古的上条注释，就不会走入这个误区。
宣帝振兴鲁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从继位算起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。他的振兴鲁学不是毕

其功于一役，而是分三个阶段进行，其中包括十年的鲁学人材培养、两次经学会议。他不是一开始就
全面展开，而是以《穀梁春秋》为突破口，由点到面进行扩展。由于措施得力，因此能够稳健地推进，
最终达到预期目的。
宣帝振兴鲁学，萧望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两次经学会议，他都是以太子太傅的身份统领

各儒进行评议。对于萧望之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，或称他强调通经以致用，形成齐学与鲁学，好古与
趋时融汇兼综的治经风格，称为一代儒宗②。从萧望之的学缘关系来看，上述结论是有依据的。《汉
书·萧望之传》记载：

　　萧望之，字长倩，东海兰陵人也，徙杜陵。……治《齐诗》，事同县后仓且十年。……又从夏
侯胜问《论语》《礼服》。③

萧望之治《齐诗》，有齐学师承。他师事后仓，后仓是东海郯人，属于鲁学地域。后仓即传《齐诗》，同
时又师从东海孟卿学《礼》，属于鲁学系统。至于他从夏侯胜那里接受的《论语》《礼服》方面的学问，
则是纯属鲁学。萧望之的学缘关系确实兼有鲁学和齐学因素，不过鲁学所占的比例更大。宣帝振兴
鲁学期间的两次经学会议，萧望之均是以太子太傅的身份统领各儒，他在这个阶段的日常事务，“以
《论语》《礼服》授皇太子”④。他向太子所教授的都是鲁学经典。由此可以做出判断，在宣帝振兴鲁学
过程中，萧望之是得力的正向推手。或称：“而韦贤、夏侯胜、萧望之、刘向并右《穀梁》，其学渐盛。”⑤

这个结论是公允的。从总体上看，萧望之的心理天平倾向于鲁学，而并非在齐学、鲁学之间不偏
不倚。

四、《孟氏易》的鲁学归属
《孟氏易》是由孟喜所创立的经学流派，与《施氏易》《梁丘易》并称，是汉代主要《易》学流派之一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易经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《章句》施、孟、梁丘各二篇。另有《孟氏京房》
十一篇，《灾异孟氏京房》十一篇。《艺文志》著录《易》类文献共计十三家，其中与孟喜相关的部分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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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较大比例。因此，确认《孟氏易》的学派归属，实有必要。
关于孟喜其人及其开宗立派的情况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有具体记载：

　　孟喜，字长卿，东海兰陵人也。父号孟卿，善为《礼》《春秋》，授后仓、疏广。世所传《后氏礼》
《疏氏春秋》，皆出孟卿。孟卿以《礼经》多，《春秋》烦杂，乃使喜从田王孙受《易》。喜好自称誉，

得《易》家侯阴阳灾变书，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，独传喜，诸儒以此耀之。①

孟喜是东海兰陵人，属于鲁人，因为兰陵在鲁学区域之内。孟喜是《易》学开宗立派的人物，创立《孟
氏易》。鲁学是鲁地的学问，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，按照这两条标准进行衡量，《孟氏易》确实无疑
属于鲁学系统。但是，也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：

　　以石渠议后十二博士言之，则《鲁诗》，大、小夏侯之《尚书》，后氏《礼》，梁丘氏《易》，穀梁《春
秋》，此鲁学之党也。齐、韩《诗》，欧阳《尚书》，施氏、孟氏《易》，公羊《春秋》，此齐学之党也。②

《欧阳尚书》《公羊春秋》，是学界公认的齐学流派，《孟氏易》也被划入这个系列，把它说成是齐学的组
成部分，所持的理由如下：

　　孟喜传《易》，他得了《易》家阴阳灾变书，他也就把他先生教他的书一齐合起来讲，别人都不
知道。……可知孟喜的《易经》是和《公羊》的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一样的；梁丘谨守京房法，

是和《穀梁》是一样的。孟氏是和齐学一党，梁丘是和鲁学一党，是很显然的。③

《孟氏易》之所以被划入齐学系列，是因为这个流派用阴阳灾异观念解《易》，与《公羊传》有相似
之处。《公羊传》是齐学的典型代表，《孟氏易》当然也就属于齐学。这样推论似乎有道理，但是还有
令人困惑之处。与《公羊传》相比，《穀梁传》确实罕言阴阳灾变。然而，《穀梁》只是鲁学的一个流派，
除了它之外还有一系列鲁学流派。《穀梁》以外的鲁学流派是否也都不讲阴阳灾异呢？这要用具体
文献做出回答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首章如下：“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。日有食之，亦孔之丑。彼月而微，此
日而微。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。”毛传：“之交，日月之交会。丑，恶也。月，臣道，日，君道。”郑玄笺：
“君臣失道，灾害将起，故下民亦甚可哀。”④《毛诗》学派把日月交会而出现日食，说成是臣侵君之象，
是君臣之道丧失所致。对此，王先谦有如下案语：

　　《汉书·刘向传》，向上封事曰：“当是之时，日月薄蚀而无光，其《诗》曰：‘朔月辛卯，日有蚀
之，亦孔之丑。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。’”《汉书·元帝纪》永光四年诏引“今
此下民”二句，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建初五年诏引“亦孔之丑”句，皆明《鲁》《毛》文同。⑤

王先谦提到的刘向、元帝、章帝皆习《鲁诗》，刘向还是《鲁诗》传人。他们都把日食视为灾异，并与人
世间的事象相沟通。王先谦提到刘向所上的封事，他在援引《十月之交》的一系列诗句之后作出判
断：“此皆不和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。”⑥这是典型的以天象附会人事，是用灾异观念解《诗》。

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首章如下：“浩浩昊天，不骏其德。降丧饥馑，斩伐四国。”王先谦写道：

　　《新序·杂事五》云：“夫政之不平，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。《诗》曰：‘降丧饥馑，斩伐四国’，

夫政不平也，乃斩伐四国，而况一人乎？”言饥馑之灾自天降之以丧我民也，王又不平其政，以斩
伐我四国，则饥馑之灾亦王召而降之也。《鲁诗》训义，无“诸侯侵伐”意。⑦

刘向依据《鲁诗》解说天灾，认为出现饥荒是周王政治上失误所招致。而没有取《毛诗》的说法，把“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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伐四国”释为诸侯的侵犯。刘向作为《鲁诗》传人，是用天人感应观念解说灾异。
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首章如下：“正月繁霜，我心忧伤。民之讹言，亦孔之将。”王先谦写道：

　　《汉书·刘向传》刘向上封事曰：“霜降失节，不以其时，其《诗》曰：‘正月繁霜，我心忧伤。民
之讹言，亦孔之将。’言民以是为非，甚众大也，此皆不和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。”《白虎通·灾变
篇》：“天所以有灾变何？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，欲令悔过修德，深思虑也。‘霜’之为言亡也，

阳以散亡。”……皆鲁说也。①

刘向是《鲁诗》传人，《白虎通》的编纂者班固家族世习《鲁诗》，他们都是秉持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观
念解读《正月》一诗。

《鲁诗》号称醇正，但是它并没有疏离阴阳灾异观念，没有超脱传统的天人感应思维模式，这是研
究鲁学必须予以正视的历史事实。

孔安国是孔子的后裔，也是《尚书》的传人，他的《尚书传》兼有鲁学和孔氏家学的性质。《尚书·

商书·高宗肜日·序》称：“高宗祭成汤，有飞雉升鼎耳而雊。”孔安国传：“耳不聪之异，雊鸣。”孔颖
达疏：

　　《洪范》五事有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，若貌不恭，言不从，视不明，听不聪，思不睿，各有妖异兴焉，

雉乃野鸟，不应入室。今乃入宗庙之内，升鼎耳而鸣，孔以雉鸣在鼎耳，故以为耳不聪之异也。②

殷高宗武丁祭祀成汤，有雉鸟登鼎耳而鸣，孔安国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，属于灾异。造成这种灾
异的原因是殷高宗听觉不灵，未能兼听所招致，孔颖达疏则是阐发孔传的依据，从理念上追溯到《尚
书·洪范》。

《尚书·周书·金 》记载，周成王对周公产生怀疑，周公作《鸱鸮》之诗予以回应。在这个时候，

出现了自然灾害：“秋，大熟，未获。天大雷电以风，禾尽偃，大木斯拔，国人大恐。”孔安国传：“蒙恒风
若，雷以威之，故有风雷之异。”孔颖达疏：

　　《洪范》咎征云“蒙恒风若”，以成王蒙暗，故常风顺之，风是暗征。而有雷者以威怒之，以示
天之威怒有雷风之异。③

孔安国认为，雷电狂风大作，是由周成王被人蒙蔽，处于暗昧状态所造成的恶果。与风相对应的是受
蒙蔽状态，而雷电则是对人的威慑。孔颖达疏指出孔安国的这种灾异观念，源自《尚书·洪范》的相
关记载。

《鲁诗》、孔氏《尚书》是鲁学的两个主要派别，它们运用灾异观念解说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在传世文献
中留下一系列相关证据，被后世所援引、阐释。《鲁诗》、孔氏《尚书》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阴阳灾变观
念而被从鲁学中剔除，更没有因此被列入齐学系统。同样作为鲁人鲁地学问结晶的《孟氏易》，把它
划入齐学系列，似乎亦有失公允。

如前所引《汉书·儒林传》的记载，孟喜是东海兰陵人，字长卿，其父号孟卿。父子的字号都有卿
字，这与荀子晚年在兰陵度过有关。刘向《孙卿书录》写道：

　　唯孟轲、孙卿唯能尊仲尼，兰陵多善为学，盖以孙卿也。长老至今称之曰：“兰陵人喜字卿，

盖以法孙卿也。”④

兰陵是先秦儒学殿军荀子的第二故乡，他晚年在那里招收生徒传承儒学，许多经学流派的近源都能追
溯到荀子。孟喜父子的字号均取卿字，表达的是对荀子的崇敬。刘向与孟喜基本上属于同一时段的
人，他对兰陵的民风习俗很熟悉，知道把卿用作字号的缘由，为考察孟喜的学术归属提供了一条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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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，孟喜之父孟卿，“善为《礼》《春秋》，授后仓、疏广”。孟卿所传的是《公羊春
秋》，属于齐学。所传的《礼》则是属于鲁学。孟卿兼有齐、鲁学缘，而他弟子在治经方面做大的不是
齐学，而是鲁学。孟卿传《礼》于后仓，“仓说《礼》数万言，号曰《后氏曲台记》，授沛闻人通汉子方，梁
戴德延君、戴圣次君、沛庆普孝公。……由是《礼》有大戴、小戴、庆氏之学”①。戴德编次的《礼记》、戴
圣编次《礼记》，作为鲁学的经典流传至今，二戴是后仓的弟子、孟卿的再传弟子。由此而言，孟卿对
西汉鲁学功不可没。
孟喜生在兼治齐、鲁之学的家庭，其父孟卿嫌《礼经》多，《春秋》烦杂，令孟喜师从田王孙受《易》，

投到齐学经师门下。但是孟喜不守师法，自立新说，以阴阳灾变说《易》，从而自创门派。孟喜出生在
鲁学地域而又开宗立派，自然应该把《孟氏易》纳入鲁学系统。从它在西汉经学的最终结局来看，汉
宣帝确实把它作为鲁学流派加以对待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对经学博士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初，《书》唯有欧阳，《礼》后，《易》杨，《春秋》公羊而已。至孝宣世，复立大、小夏侯《尚书》，
大、小戴《礼》，施氏《易》，孟、梁丘《易》，穀梁《春秋》。②

据《汉书·宣帝纪》记载，石渠阁会议之后，“乃立《梁丘易》，大、小夏侯《尚书》，《穀梁春秋》博士”③。
由此推断，大、小戴《礼》，《施氏易》，《孟氏易》立为博士，是在石渠阁论经结束增立博士官以后，宣帝
去世前。大、小戴《礼》属于鲁学系统，而《孟氏易》《施氏易》之所以也列为博士，很大程度上与这两个
《易》学流派创始人所处地域有关。孟喜是兰陵人，施雠是沛人，这两个地方都在鲁学覆盖的区域之
内，这是《施氏易》《孟氏易》得以立为学官的因素之一。宣帝以振兴鲁学为己任，他可能把这两个学
派作为鲁学的组成部分看待。如果它们在当时确实已经被认定为齐学流派，那么，把它们增列为博
士的可能性不大。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：“京房受《易》梁人焦延寿，延寿云尝从孟喜问《易》。”④这又涉及《孟氏易》
与《京房易》即焦延寿的关联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孟氏京房》十一篇，《灾异孟氏京房》六十六篇。
班固把《孟氏易》《京氏易》合在一起加以著录，表明这两个《易》学流派之间的关联。京房出自焦延寿
门下，而焦延寿自称曾经向孟喜问《易》。“从两人《易》学的内容看，可以肯定焦延寿曾从孟喜问
《易》，而将孟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的。”⑤《孟氏易》属于鲁学系列，而焦延寿、京房又与《孟氏易》存在
直接或间接的关联。既然如此，鲁学研究就应该把京房、焦延寿纳入学术视域之内，即使不把它们定
为鲁学经师，起码应探讨他们与《孟氏易》的关联。至于把焦延寿的《焦氏易林》作为齐学著作看待，
这种观点是否正确，也有进行讨论的必要。
孟喜以阴阳灾变说《易》，关于这种解《易》方式的由来，皮锡瑞有如下论述：

　　《汉志》易家有《杂灾异》三十五篇，是《易》家本有传言灾异一说，而其传此说者，乃是别传而
非正传。汉儒籍此以儆其君，揆之《易》义，“纳约自牖”与“神道设教”之旨，皆相吻合。可见人臣
追谏之苦心，亦不背圣人演《易》之宗旨，而究不得为正传者。⑥

在皮氏看来，以阴阳灾变说《易》，不是孟喜所自创，而是渊源有自，在他之前就存在这类文献。这种
说《易》方式不是经学的正统，属于旁支别派，但是并不违背经典本义。首先，《易》经本身就有许多灾
变事象，皮氏提到的“纳约自牖”，出自《坎》六四爻辞，作为灾变事象看待。其次，《易传》允许以灾变
说《易》所引的“神道设教”之语出自《易》观卦彖辞。所谓的神道设教，就包括以灾变说《易》。最后，
皮氏从功用方面指出，这种说《易》方式，为的是对君主加以警示，是臣下煞费苦心之举。皮氏之论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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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公允可取。
由此看来，因为《孟氏易》以阴阳灾变说《易》而把它从鲁学系列剔除，划入齐学系列，是难以成立

的。仅仅因为《穀梁春秋》所涉用灾异解说人事的条目甚少，而断言鲁学学风严谨，少言阴阳灾异①，
实属以偏概全，有违于鲁学的实际情况。钱穆先生在援引《汉书·五行志》的相关记载之后写道：

　　此可见汉儒以阴阳五行说经，其言皆各不同，各自因时以意为论耳，非古经之真本也。②

所谓的以阴阳五行说经，也就是以阴阳灾变说经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，属于齐学系统的董仲舒，与
属于鲁学系统的刘向、刘歆，都以阴阳灾变说经。但是，对于同一类灾变事象，他们所作的解释各不
相同。齐学的解说有别于鲁学，即使在鲁学内部，刘向、刘歆虽然是父子关系，有时对同一类灾变事
象的解说也存在差异。不应该把是否用灾变解经作为区分齐学与鲁学的标准，正确的做法是研究各
个学派如何用灾变解经，通过对比找出彼此之间的差异，并且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。

五、馀　论

鲁地是儒学的发源地，而儒学是鲁学的核心。儒学从生成期开始，人们就把其视为鲁地的学问。
《庄子·天下篇》在追溯古代学问的源头时写道：

　　其在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。……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
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

成玄英疏：“邹，邑名也。鲁，国号也。……先生，儒士也。言六义名法布在六经者，邹鲁之地儒服之
人能明之也。”③儒学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，是鲁地的学问，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。“世之显学，

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；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”虽然儒、墨并列称为显学，但是，墨学与鲁学亦有密
切关联：“墨子行踪多自鲁出发者，或因墨子好学，鲁文物繁盛而徙居于鲁也。”④对鲁学的探索，不仅
有利于儒学的深入研究，而且有助于对包括墨子学派在内的先秦诸子的系统考察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
称儒学文献“其数散于天下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”，指出了作为鲁学核心的儒学，在当时已经产
生巨大的影响，确实有必要加以梳理。
近些年来，随着出土文献的陆续面世，鲁学的深入系统研究变得更加迫切。马王堆汉墓帛书《周

易》的出土面世，把《周易》研究引向深入。陈来先生以帛书《易传》为依据，认为孔门《易》学应是先在
鲁地发生，后在齐地发展，最后在楚地综合⑤。孔门《易》学最初如何在鲁地生成，是鲁学的重要研究
课题。李学勤先生指出，郭店竹简和上博简的发现，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救活了《礼记》和《大戴礼
记》，证明这两部文献是可靠的⑥。《礼记》《大戴礼记》是鲁学的重要文献，长期以来，由于疑古思潮泛
滥，许多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，因而缺少必要的关注。由此留下的学术空白，应该由鲁学研究加以填
补，梁涛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突破，从郭店竹简中提炼出许多属于鲁学的文献⑦。

鲁学研究的迫切性日益明显。可是狭义的鲁学指的秦汉时期的经学分支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，

无法适应当下鲁学研究的需要，有必要加以扩容。经过扩容之后的广义鲁学，不再只是秦汉经学的
分支，而是从先秦到两汉鲁地鲁人学问的总和，所涉及文献不再局限于经部，而是覆盖经、史、子、集
四部。对鲁学地域的界定，不再局限于鲁国本土，而是扩大到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，从而把众多
的古代学人及文献纳入鲁学的范畴。对鲁学地域的这种界定，符合古人对鲁地所下的定义。《汉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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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地理志》写道：

　　鲁地，奎、娄之分野也。东至东海，南有泗水，至淮，得临淮之下相、睢陵、僮、取虑，皆鲁
分也。①

广义鲁学的地域覆盖面，没有超出这个范围，与班固所划定的地域大体一致。
鲁学是鲁地的学问，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。广义鲁学所作的这种界定，沿袭的是狭义鲁学所

采用的划分标准。鲁学在本质上是区域性学问，它与齐学、楚学、三晋之学，都是以学问的生成地命
名。后来的湘学、徽学、浙学、闽学等，也都是由所生成的地域得名。区域性学问各有自己的特点，但
是，其中往往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。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等先秦诸子，是以思想理念为标准所作的
划分。如果对鲁学的界定兼用地域标准和思想标准，势必造成逻辑上的混乱，在实际操作过程难免
出现自相抵牾、顾此失彼的弊端。
系统深入的鲁学研究，需要以系统深入的文献阅读为基础。以往和当下鲁学的研究出现的偏

差，往往是文献功夫欠缺所造成。如果全面掌握《汉书》有关宣帝的记载，就不会把他振兴鲁学的原
因简单地归结为出自好奇心。如果仔细研读《汉书》有关宣帝振兴鲁学的全部记载，就不会把宫殿内
《公羊》《穀梁》的辩论，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混为一谈。再如，《孟氏易》把阴阳与时日相结合，把十二
个卦与一年十二个月建立起对应关系，有的学者因此“断言孟喜在此一系统中有关键性甚至是创始
者的地位”②。其实，写定于战国时期的《说卦》，就已经把八经卦与一年中的八个时段建立起对应
关系：

　　震为东方，为正春。巽为东南方，为春末夏初。离为南方，为正夏。坤为西南方，为夏末秋
初。兑为西方，为正秋。乾为西北方，为秋末冬初。坎为北方，为正东。艮为东北方，为冬末
春初。③

把《周易》的八卦与一年中的不同时段建立起对应关系，这个系统在《说卦》中已经具备雏形，只是未
用明确的语言加以系统地表述，仅仅点明“兑为正秋”，其余的对应系统需要人们按方位进行推演。
了解了这种情况，正确的研究理路应该是去辨析孟喜对《说卦》所建立的卦与时段对应系统的继承与
发展。对于孟喜而言，这个系统的建立他并不是关键性人物，更非首创。类似学案在鲁学中还有许
多，对它们的处理均需以系统深入的文献阅读为依据，而不能轻易地给出结论。
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史研究，一直在疑古与信古之间徘徊。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，疑古过猛

的思潮得到抑制，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疑古的时代。与此相伴随，信古过笃的倾向又有所抬头，当下
鲁学研究的偏差，往往来自盲目地听信古人，盲目地相信所谓的权威结论。汉代经学重师法，这个出
自乾嘉学派的说法，清人皮锡瑞已经提出理由充分的置疑。可是，当下许多学人仍然重复乾嘉学派
已经过时且违背历史实际的结论，把它用于汉代的经学、文学研究。再如，所谓的鲁学纯粹之说、罕
言灾异之论，都是重复前人已有的说法。这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：鲁学研究主要是为了验证
前人已有结论，还是以事实为根据审视前人已有的结论，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予以继承、发展和修正，
并且超越前人，有新的发现，给出新的科学的结论。显然，后一种做法才是鲁学研究正确的理路。

［责任编辑　刘　培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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